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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王韬是我国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，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，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，

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，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

理念及办报实践。文章拟以《循环日报》为例，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：一是“四方通达”的新闻功能观；

二是“立言求变”的新闻政论观；三是“通才”的新闻人才观；四是“华人资本、华人操权”的新闻舆论主权观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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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4 年 2 月 4 日，王韬在香港创办《循环日报》，

该报一改中国传统报刊以传抄上谕、刊载章奏为主要

内容的办报方式，而以“立言”为目的，首创了一种以

政论为灵魂的报刊，使中国报刊首次以战斗的姿态介

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，增强了报刊影响舆论的政治

作用，提高了报刊的政治地位，冲破封建官报一统天

下的樊篱，使《循环日报》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

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，成为“文人论政”的最早的尝试。

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，“《循环日报》是第一份完

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” [1](256)。王韬也因

其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卓越贡献，被誉为“中国新闻

报刊之父” [2](11)。本文拟以《循环日报》为例，对王韬

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。 
 

一、“四方通达”的新闻功能观 
 

(一) 通内外：“通外情，广见闻” 

通内外即“通外情，广见闻”，“博采群言，兼收并

蓄”，是王韬对报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认识，也是报刊

思想中的重中之重。 
1840 年以后，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

和枪炮打开，中外交涉便日益增多。然而，中国的官

绅士民对西方的政情民俗，却“多有未明者” [3]47。王韬

对这种情形惄然忧之。他怀着一腔忧国忧民之心，为

中国的保商御侮、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

知灼见。他尖锐地指出，学习西方，师夷长技，“舍日

报一途，将何所入门。”[4] (41−45)基于此，王韬在《变法

自强》等文章及给当时的一些官员的通信中，不厌其

烦地论述办日报以“达内事于外”和“通外情于内”的主

张。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，不仅远胜魏源的“夷
情备采”，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

一声呐喊。 
王韬希望《循环日报》能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。

以王韬对中学造诣之深、对西学了解之广，实具有沟

通中西的良好条件。在这个桥梁上，王韬对“中国是世

界中心”的旧观念提出了强烈质疑。在“中外新闻” “告
白”两个栏目中，王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了大量

的报道，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扫描。这

种扫描改变当时的人们“甘坐因循，罔知远大”的陋习，

使中国人知道“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”，四书五经之

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[5](5)。王韬的这种贯通

中西的魄力，让中国报刊开始“放眼看世界”，也让更

多的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。 
(二) 通上下：“下情上闻，仁意下达” 
通上下即“下情上闻，仁意下达”，是指皇帝政府

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无隔阂。 
王韬认为，中国自古以来，“堂廉高深，舆情隔  

阂”[6](65)，这种上下蔽隔的直接后果便是政治腐败、民

心涣散，导致中国不能自立，受制于人。而西方国家

之所以强大，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，更重要的是因

为其上下相通。因此王韬渴望中国也“上下相通”，使

“民隐得以上达，君惠得以下逮”，[7](24) “然后弊无不革，

利无不兴” [8](55)。他主张中国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，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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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创办新报，以知地方之机宜，知讼狱之曲直。他还

进一步呼吁清廷放宽言禁，允许民间创办报刊，这样，

“上下之交既无隔阂，则君民之情相浃洽”。[9]鉴于此，

王韬对民间新闻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，并发表了数

量可观的言论。这类言大至水灾、火灾、饥荒，小之

赌博、偷盗、行乞，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

的问题，王韬都能做出反应，并成为《循环日报》直

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。 
王韬为了实现报刊“通上下”的机能，在新闻报道

和言论两方面孜孜以求，二者的内容可谓相辅相成，

相得益彰，实实在在地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

步，并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它中文报刊的水平，形成

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。尤其是王韬评述中外时势

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，其思想水平之高，社会影响

之大，可谓当时无双。 
(三) 通易俗：“启民智、辅教化” 
文风通俗化是中国报刊文风的关键转变，也是“启

民智、辅教化”的关键转变。 
《循环日报》创刊之初，王韬就在《本馆日报略

论》中明确表述，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，便是“俾众

生感发善心，消除恶念，发幽光于潜德，开悔悟于愚

民而已” [4](41−45)。他希望日报能够成为新的大众传媒的

工具，这种大众化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的。

首先是语言表达上的“自抒胸臆”，文风的质直朴素。

王韬说自己写言论“惟念宣尼有云，辞达而已矣”，反

对“故弄玄虚” “隐晦曲折”和“故作惊人之语”。其次是

篇幅大体固定。王韬的政论文体就固定在 1 000 至    
1 200 字之间。这样固定篇幅，主要出自几个原因，

一是要适应近代报刊固定版面的要求；二是为了适应

读者的日常节奏；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大地拓展了读者

对象，并因此选择不同的表述格式，不分尊卑贵贱地

面向不同阶级、阶层、身份、地位、文化、经历等的

读者统一体，使王韬的现代文体首次借助日报这种大

众传媒的威力，开辟了宣传改良变法主张的天地。 
报刊不仅给王韬提供了现代性思想的舞台，也有

机会让他尝试现代性的表达方式，这种现代报刊政论

文体，即后来的社论体，成为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

最早的尝试。在中国古代论辩文体向着现代政论散文

体转变的过程当中，具有首创之功，沾溉后人，非一

代也，致使它如火如荼的燎原开来。梁启超的“新文体”
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。 
 

二、“立言求变”的新闻政论观 
 

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·科恩曾说，“在中国

近代史的初期阶段，报刊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

段，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，或努力影响

舆论的。王韬的报刊是一例外，其显著特征，就是几

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。”[10](149) 

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，但内心深处崇尚的

仍是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的三不朽境界，而“立言”就
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。他在《循环日

报》明确宣布要借“日报立言”，也就是说，借报刊这

个舆论阵地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。他第一次以政论为

武器，让报刊融于政治。同时，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

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。他在《论各省会城宜设新

报馆》这篇著名论文中系统总结了现代报馆的职能，

其中一条就是，能自由地“直陈时事，无所忌讳，举其

利弊，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己”。他还进一步指出“言
之者无罪，而闻之者足以戒”，认为“其言之而可采也，

则同于葑菲之不遗；其言之而无足采也，则同于刍狗

之可弃，无所谓讪谤也”。[9]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，

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了。他还进一步在《论日报渐行于

中土》中对舆论自由表现出了由衷的向往之情，他向

往在中国大地上，有朝一日也能自由办报，出现“清议

所至，足以维持大局”的局面。为此，他多次提出了放

宽言禁、言论自由的要求，并以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

为例，“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”，说明如果报刊编排得

当并广泛发行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，有效地阻止当政

者权力滥用。王韬的观念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

用理性的思考方法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近代意义的报

业及报刊观念，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

文人向西看、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。 
王韬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，皆以

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，评论时事政治，鼓吹变

法自强，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。一般认

为，言论特别是政论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，使《循

环日报》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

出报刊。从 1874 年到 1884 年 10 年的时间，王韬用“天
南遁叟”“弢园农民”“遁窟废民”等笔名在《循环日报》

土发表了《变法》《变法自强》《洋务》《重民》等百篇

政论文章，系统宣传了他的“变法自强”的主张。具体

而言，王韬的变法自强主张是由“治中”和“驭外”两部

分组成的，“我国今日之急务，在治中、驭外而      
己”[8](20)。“治中”王韬以为不外乎变法自强。自强首先

在于“创设局厂、铸枪炮、造舟舰、遣发幼童出洋，肆

习西国语言文字、器艺学术而已”，在这里王韬还特意

指出“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”[8](20)当然这还是内政的第

一步，更为关键的是求富。王韬以为“富强即治之本

也”，“舍富强而言治民，是不知为政也”[8](36)。富是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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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，富则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，所以王韬提

出了开采煤矿、大力新办纺织工业、近代交通工业、

设立保险业等建议。“驭外又不外乎简公使、设领事、

洞达洋务，宣扬国威而已” [8](20)，王韬认为国富民强之

后就应该及时开展驭外活动，以争取民族独立。故他

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了《设领事》《遣使》《使才》

等文章，不但对出使人才做了一定的要求，而且还提

出了简公使、设领事的独立外交思想。 
《循环日报》的言论特别是政论，对当时国际国

内重大事件的犀利眼光，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

人。其政论的特质可用 16 个字来归纳，即高屋建瓴、

经世致用、讲求时效、不拘一格，体现出大处着眼的

宏观意识，注重现实的参与意识和不落俗套的开放意

识。方汉奇先生评价说：“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

历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，同时有自己的风格。他反对

‘泥古’，反对‘刻意模仿’，反对把文章写成‘千人一面’。
他的政论文章深入浅出，言之有物，雄辩而富于感情，

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政论有很大影响。”[11](365) 
 

三、“通才”的新闻人才观 
 

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，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

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，而且在

《论日报渐行于中土》和《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》

两篇文章中，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，即

聘请“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”，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

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，是“通才”办报思想的最

早表述。 
王韬认为，所谓“通才”，不是那种只有“一技之长、

一材之擅”的专业技术人才，更不是那种只知“圣贤经

典、上下三千年之史册”而对于“泰西之国政、山川风

土，茫然未有所闻”的“迂才”，[8](42)而是那种德行艺皆

优、古今事皆通，尤其是以“通今为先”的人才。他认

为，所谓“博古通今”，古则“通经术，谙史事”,今则“明
经济，娴掌故，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”[8](37)。王韬的新

闻人才观，源于他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。王

韬终其一生，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。他

常说“治国之要，曰举人才，曰固民心”， “国家之有

才，犹人身之有精神” [8](168−169)。在王韬看来，人才是

国家的根本所在，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，主要是看其

人才的兴衰程度。与传统的人才观相比，王韬的人才

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。 
一是多样化、专门化。王韬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

的重要性。他的人才观，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、专

门化为前提的。他反对“今日治吏曹，明日治刑曹，未

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”，他认为“才有数等，有吏

才，有将才，有匠才，有出使之才，有折冲御侮之才，

有明体达用之才，有应急济变之才”。[12](278)而对专门

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的重心，强调人才的多样性

与专门性，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。他把人才与求

强求富的工商金融、军事国防、科学教育、工程技术

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。显然，他的人才观

与提倡“君子不器” 的传统人才观、把是否入仕作为评

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截然不同的。 
二是实用性、功利性。王韬认为所要培养的人才，

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倾向，但最终被他看重的还

是实用功利，“所以甄别人才者，直言极谏，舆图象纬，

一切专求于实用”[8](141−142)。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迂

腐虚无的道德放在首位的观点进行抨击，认为当代中

国“民富国强”是社会最大目标，一技一才的专家才是

真才。在呼吁真才的过程中，他同时又把科举所取之

士统斥为伪才，深刻指出社会上“名”与“实”相分离的

怪现象。因此，王韬所强调的人才的有用性还有更深

层的意思，他所希望的决不只是怀抱利器而终生无所

建树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确实有用武之地一展抱负的

人。 
王韬还从报刊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

品德之重要。他认为，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，责任非

常重大。在西方，报刊和报人(特别是主笔)的地位极

高，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提

出报刊的主笔应该是知识广博的“通才”，“其立论一秉

公平，其居心务期诚正”。不然难于担当“直笔”之职责。

他主张对报刊从业人员“不可不慎加遴选”，“非绝伦超

群者，不得预其列”。王韬报刊对于当时新闻界“挟私

汗人，自快其忿”的不道德行为，认为“士君子当摈之

而不齿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“采访失实、纪载多夸”
的“旧报之通弊”[8](171−172)。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

上，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

的第一要素。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  
学家。 

此外，王韬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，

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。他

既承认中国之学，中学之才，也承认西方之学，西学

之才。王韬有一句名言，即“东方有圣人焉，西方有圣

人焉”[8](121)。王韬甚至认为，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

学人才，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不妨采

取“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”的方针。[5](8)王韬的这些人才

观，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，深刻的影

响了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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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华人资本、华人操权”的 
新闻舆论主权观 

 
近代化报业在我国的出现是同西方列强的入侵和

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。它伴随着西方传教士

的文化侵略活动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。中国报业

开始之初，报业主控权还掌握在西人的手中，因为没

有经济上的支撑地位，所以话语上的权力自然就被削

弱了，甚至到了在自己的国度里日益失去言论的阵地

的地步。 
据统计，从 1860 到 1890 年，基督教系统在中国

境内出版的报刊已有 76 家之多。其创办人或主持人当

然也是西人，大权都在他们手中。因而王韬等人痛感

每遇外事交涉，西方在华报刊“其所言论，往往抑中而

扬外，甚至黑白混淆，是非倒置。……遇中外交涉之

事，则有先入之言为主，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”。如何

应对这种情况，王韬认为，“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，

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，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，所以

正内情于外也，所谓明敌情者此也” [5](5)。基于此，他

们明确提出报刊是“国之利器，不可假人”的观点，主

张不能让“外人操笔削之权”，甚至应该禁止外国人在

中国办中文报刊。 
在此观点之上，王韬创办《循环日报》。《循环日

报》是华人资本渐厚的产物，办报的所有资本全出自

华人。因为华人的独立经营让华人利益和立场有了真

正属于自己的舆论工具。在《循环日报》创刊之初，

王韬便一再地特别强调国人自办的独立性。他宣布：

“本局倡设循环日报，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

人操权”，“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”。[13]并一再

声明：“《循环日报》，……无非为专益华人起见。”
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，认为这是摆脱

西人束缚、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。在近代中国，由中

国人出资、中国人当主笔、为中国人说话的报刊的问

世，是破天荒的事情。 
接着，王韬进一步阐发了国人自办西文报刊的益

处：“中国既自设西文日报，则可以拾其遗而补充其缺，

纠其谬而正其讹，然后事理不至于乖错，即可泯猜贰

于无形。就使西报一无错误，而我复重言以申明之，

亦未始非互证旁稽之一助，此其利一也。凡中外利病

所在，因革损益之所宜，或在事前，或在事后，皆得

秉公论断，指陈得失，使彼知孰为不便，因以定从远

之准，分取舍之途，则彼此可以免杆格不通之病，此

其利二。交涉巨案，兵戎玉帛，情于是系焉。西报苟

稍存左袒之心，或措辞之轻重失其宜，叙事之详略失

其当，皆足以激愤而致祸，要之直道自在天壤，吾等

据事直书，不以加减臧否褒贬于其间，务使公是公非，

灿然大白于天下……此其利三。”[5](28)王韬的呼声在当

时是那么“前卫”，犹如空谷足音，直到多年以后，陈

衍发表《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》，王韬寂寞的呼声才得

到回响。 
此外，为了保证“华人出资，华人操权”，《循环日

报》还广泛开展了广告业务及其多种经营之道，以不

断夯实“华人操权”的经济基础。由于《循环日报》打

出的是“华人出资，华人操权”的牌，王韬利用这一特

点，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。其海报上写着“此纸祈贴

在宝号壁间为祷”，说明了该报早期宣传手法不仅是免

费赠送报刊，在报上大力宣传以及四处发海报，并且

还要求华人商家将海报贴在商店墙上。另外，每天还

发行“行情纸”，以小张的中国土纸印刷，刊登报刊截

稿以后收到的重要消息。《循环日报》在版式上基本仿

效外国中文报刊，广告占报刊版面四分之三左右。但

是，当时刊登在早期《循环日报》上的欧美船务公司、

洋行及药局等广告，并不多见。因为它是打的“华人社

会之喉舌”的旗子，所以只能期待“华人之一心一德”
的支持，并以此理念招徕广告订户，劝导华人商家在

此刊登广告。总之，王韬作为有爱国抱负的报人独立

办报，他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以“船”和商业为中心的

港口城市，报刊必须通过广告的经营获得独立的经济

地位，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华人资本、华人操

权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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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根据这一法理，对所有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进行区分，从

而发展出审查标准的类型化体系。因“人性尊严”已成为当今

立宪主义国家共同的核心价值，故这一法理对其他国家基本权

利的保障也具有借鉴意义。 
 当然，与个人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离开具体案情

而断然确定，具体案件中受教育权、劳动权或社会福利权皆可

能是，也可能不是属于这范畴。 
 所谓一般性平等权，是指依附于具体自由权利的实体上，与特

定自由权利形成竞合的平等权(如劳动平等权、选举平等权)。具

体平等权却并不涉及宪法自由权利，它是政府的特殊分类行为

(如以地域、身份或性别等为标准)造成了对特定主体的伤害，因

而构成对特定主体的平等权侵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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